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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宋“理学诗派”的文学特征
及其历史地位*

王培友

提 要 “理学诗派”的诗歌创作主题多与“理学”范畴相联系，具有“儒语”的特征，
是理学范畴与命题的诗化表达。“理学诗派”诗人往往特别注重以意裁景、强调顺着物境
平坦顺遂地表达理学的相关命题，“理学诗派”诗歌的境界也因此而得以提升，并影响到
其诗风的总体取向。“理学诗派”以审美方式而沟通自然界与价值界的探索，以及在诗境
构建等方面的努力，除了具有哲学层面上的独特贡献之外，也为诗歌发展注入了新的因

子，对“理学诗派”进行评价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关键词 理学诗派 诗歌主题 诗境 诗风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精神的理学文化观照研究》(10BZW044)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

① 参见拙文:《两宋“理学诗”概念辨析》，待刊稿。
②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袁行

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肆)，成复旺、黄保真、蔡钟翔著:《中
国文学理论史》等，都没有提及“理学诗”。刘扬忠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在上编第 1 章
附录提及“宋代理学诗”，只用了 800 多字，该书中编第 6 章第 1 节“宋诗与理学”全文没有使用“理学
诗”这一概念。研究论文也只有谢桃坊、祝尚书等几位先生的文章。

自北宋中期以后，理学在逐渐发育、流布的历史进程中，它的众多命题与范畴在自身
变化的同时，也历史性地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品格中，并在众多的文化形式

上表现出来。由此而言，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文化范型意味和文化元典价值的问题，在
踵继前贤的基础上“接着说”，无疑是具有相当价值的。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可知，自北宋中期开始，作为哲学范畴的理学逐渐渗透到作为文学

艺术的诗歌，两者的结合形成了“理学诗”①，而伴随着“理学诗”的昌盛及成为范型的过
程，众多的“理学诗”作者共同作用，便形成了“理学诗派”。仔细梳理研究现状可见，百多
年来学术界对此少有问津者。②就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很多学者对“理学诗派”也存有不少
认识误区。本文打算就理学诗派的诗歌创作主题、诗境生成方式、诗格特征及其成因等问
题展开论述，进而论及“理学诗派”的历史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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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学诗派”的诗歌创作主题

既然北宋“五子”是“理学诗派”的重要代表，其诗歌奠定了“理学诗派”的主要范型，

那么，对他们的诗歌进行分析，当对我们正确认识“理学诗派”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以邵
雍、周敦颐、程颢诗作为例，对北宋理学家的诗歌创作主题进行归纳。
邵雍存诗 1500 多首。其中，表达其性理主题的诗歌占多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引明代朱国桢言并进而论及邵雍诗歌的“儒语”特征:“朱国桢《涌幢小品》曰:‘佛语衍为
寒山诗，儒语衍为《击壤集》，此圣人平易近人，觉世唤醒之妙用。’是亦一说。”①这里，朱
氏注意到邵雍诗歌的“儒语”特征，其实也就是指出了邵雍诗歌的内容，都与邵雍的理学
体系中的认识论与实践论命题紧密相关。如其诗《乐物吟》:
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灵。皇王帝伯由之生，天意不远人之情。飞走草

木类既别，士农工商品自成。安得岁丰时长平，乐与万物同其荣。②

今人祝尚书引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以为此诗“是整个《皇极经世书》的一个缩影，也是
邵雍对自然、社会和历史的总的看法。从文学上说，这类所谓诗并没有诗的情韵意味”③，
应该说，这首诗反映了邵雍的“乐”主题，某种程度上是理学家强调的“观天地间乐意”亦
即是“仁”之内涵的精神，从这一角度来讲，这首诗是邵雍《皇极经世书》的某些内容的“缩
影”当然可以，但如果说是其全部的“缩影”，则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至于说到这首诗缺
乏“情韵意味”，恐怕就更有些问题，须知诗歌的“情韵意味”本来就是一个极有阐释空间
的话题。不过，在邵雍诗歌中，多有以性理主题命名的诗篇，则是显而易见的。如《名利
吟》、《言默吟》、《诚明吟》、《先几吟》、《思义吟》、《言语吟》、《安乐窝中自讼吟》、《天道
吟》等，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诗篇的内容都以抒写理学命题为旨归。但邵雍诗歌中，抒
发其有关理学主旨的诗篇，多数是因景、因事而作，特别是那些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中，

以体验、察识有关性情之理而写作的诗篇，对后来诗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如因景而作的诗
篇:《芳草吟》、《垂柳吟》、《春水吟》、《花月吟》《初夏吟》等;因事而作的诗篇，以及与人交
往应酬的诗篇，如《放小鱼》、《听琴吟》、《谢开叔司封用无事无求得最多》、《寄谢三城太
守韩子华舍人》等，都是因事而及抒发性理的诗篇。可见，邵雍在其《击壤集序》中所言的
八“因”之“观物”方法，与他诗歌的取材方式极有关联，正因如此，邵雍诗歌的内容，其实
就是其理学内容的诗化表达。
周敦颐存诗 28 首。尽管数量较少，但在理学家看来，其中蕴含有极高的道德境界和

理学情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诗文亦多精粹深密，有光风霁月之概，《朱子语
类》谓:‘濓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絶，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袖洒
落有仙风道气。’又谓:‘濓溪清和。’《孔毅甫祭文》称:‘公年壮盛，玉色金声，从容和毅，
一府皆倾其气象。’可想、观此言，足以知其著作矣。”④四库馆臣引朱熹所评，来把周敦颐
其人理学素养与政治才能等与其诗风联系一起讨论，确实抓住了周敦颐诗风的某些品格。

①
②
③
④

《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323 页。

邵雍:《击壤集》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 7 册，第 4553 页。

祝尚书:《论“击壤派”》，《文学遗产》，2001 年第 1 期。

周敦颐:《周元公集·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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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现存诗歌多以山水纪游为诗歌题材，其诗歌主旨包括:

抒写理学的“慎几”、“慎动”主题，强调“自掩”以为功。如其哲理诗《题门扉》:“有风
还自掩，无事昼常关。开阖从方便，乾坤在此间。”①诗篇以“门扉”为题，抒发自己的一些
人生感受，强调“自掩”、“常关”，为应付外物的手段，“关”、“掩”为“静”态，这与周敦颐理
学内容强调“慎动”、“知几”、“无欲”等为“去恶之大功”是一致的，可见，周敦颐以诗歌为
传达理学命题的的手段，从对外在事物的“物理”中通过体察来悟得“道”，这与当时邵雍、
程颢等人的诗歌走的是同一路径。
强调守贫乐道，胸怀风月，独寻“乐”趣。如在其《题瀼溪书堂》诗中，周敦颐除了写庐

山之田、书堂环境之外，重点突出了诗人书堂生活的惬意，以及安于贫困、不追求物欲的生
活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向往“风月”的“乐道”胸襟。诗中着意突出的物象是“清”、“无
尘”，风俗为“不欺”，堂中的生活为或语或默，或酒或琴，或书或枕。在诗中，人与物，堂与
境，相处和谐，诗人的“乐道”与“处困”都因“无欲”而取得统一。从周敦颐的理学观来
看，他特别重视“诚”为宇宙和人的性体仁体本源，“慎动”、“无欲”为“去恶”之大功，“体
悟孔颜乐处”等，都在诗中得到反映。显然，诗中表达的诗旨，正是周敦颐理学伦理的诗
化表达。
体现“观天地生意”的“万物一体”情怀，强调“仁”为天地之本、人之本。如其诗《题

春晚》:“花落柴门掩夕晖，昏鸦数点傍林飞。吟余小立阑干外，遥见樵渔一路归。”②诗篇
渲染花落夕阳下，于家园看昏鸦与渔樵一同共存的情景，诗中人面对此景心并不为所动，

只是心如明镜一般，“照见”此一天地之境，显然，这一诗境与周敦颐理学中的“主静”、“寂
然不动”命题是一致的，而“主静”、“寂然不动”等都是达到其主张的人类最高境界“人
极”即“诚”的途径。诗中，夕阳物境、昏鸦傍林、人物闲吟、渔樵归家，组成一幅万物一体
而生意盎然的图画，这就是周敦颐所体认的天体之“生生不息”的“仁德”，落实到人就是
“仁义礼智信”所谓“五体”。
与周敦颐相同，程颢多用记游诗、写景诗来表达自己的理学思想以及人生感悟。程颢

存诗 67 首。在诗中，他所抒发的主题有:
天地万物一体。与周敦颐诗歌有所不同，以这一类理学主题为诗旨的诗歌，在程颢诗

中多数又与其“乐意”主题结合在一起。如其《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
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③诗篇前二句写景，交代诗人在接近中午的时刻
外出游玩，他描述了天地之间的风景与物况:云淡，风轻，花、柳成荫，诗人就在这春末夏初
的季节中信步而行，感受着天地生意生生不已，感到自己与外在的气候、生物气息一致，身
心与之打成一片，因此而有一种愉悦，这种感受显然脱离了一切的私欲与物欲，而把精神

境界提升到察识宇宙万物的“生意”亦即天地万物之“仁”上来，显然，按照程颢的理学思
想，这种“乐”也就是天地降临到人身上的“性”，由此而言，程颢诗中所乐的是识察天地万
物与人的“本性”，对人来讲，所乐的是人的“仁”性，亦即“德”，这个“仁”性因于天地万物
相沟通而具有了本体的意味。这种与物同体，和顺性定的理学主旨，成为程颢此诗的诗旨

①
②
③

《周元公集》卷 2，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周元公集》卷 2。
《二程文集》卷 1，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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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本篇所写的时间是中午，而在中国诗歌史上，写景多以拂晓与傍晚
为多，因为人的情志容易为此际的景物所感，而生发出面对时空物变之际的强烈心绪体

验，这一传统从曹操的《观沧海》起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诗歌范型，在程颢之前的唐宋诗
人在写景抒情类型的诗歌中，也多取早、晚时空间的景物来作为反映情感的对象，象程颢
这样取中午景物来抒发情志的诗篇，并不多见。显然，程颢通过中午生机茂盛的景物以抒
发天地万物生生不已主题，无意间却突破了中国抒情诗歌中的取景传统，这正说明了理学

性理诗对于诗歌诗境的新贡献。
“乐意”主题。程颢诗歌中，对理学重要命题“乐意”十分关注，他的诗歌在反映诸多
理学主题中，要算对“乐意”主题最重视。总结而言，程颢诗篇中对“乐意”主题的抒写主
要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安贫乐道之“乐”，如其诗《秋日偶成》:“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
百尺楼。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居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
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①诗篇抒写秋日登楼所感，由登楼而仰观俯察，思索人生兴
废名利，抒发自己贫贱乐道、不以外物干扰内心因道而乐的情怀。显然，这里的“乐”是诗
人对人生名利兴废都舍之如敝履所致，只有“道”才是诗人的“乐”之所在。二是因定性而
和乐。如其诗《晚春》:“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间几悲欢，况复多聚散。青阳变晚
春，弱条成老干。不为时节惊，把酒欲谁劝。”诗篇抒写自己不以外物(光景、悲欢、聚散)、

季节、盛衰变换而改变自己心境，表达了诗人的理学主张，即以为人的情感应该完全顺应
事物的自然状态，情感应该顺延事物的来去，不以个人的利害而产生不宁的心境，达到这

一境界，则人生自然呈现和乐之美。程颢反复强调的“槛前流水心同乐，林外青山眼重
开”②，“醉里乾坤都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③等，都是抒写心因“定性”而和乐的主题。

三是天地生趣之乐。如其诗:“新蒲嫩柳满汀洲，春入渔舟一棹浮。云幕倒遮天外日，风
帘轻扬竹间楼。望穷远岫微茫见，兴逐归槎汗漫游。不畏蛟螭起波浪，却怜清泚向东
流。”④诗篇写景很有特点，蒲嫩柳满，云幕倒遮，山野苍茫，人在天地间漫游，心境和乐，与
天地万物共有生机乐趣。反映这一主题的诗，往往又与“天地万物一体”主题的诗相交
融，反映出程颢以与天地万物共融一体为乐趣。

可见，奠定“理学诗派”诗歌范型的北宋诸人，其诗歌都是以抒写其理学思理和理学
命题为旨归，“理学”的诸多命题和范畴都成为其诗学的命题与范畴，举凡乐意主题、咏写
天地万物一体的主题、强调仁为天地万物之本的主题等，这些诗歌主题都是理学命题和范
畴的诗化表达。显然，这一诗歌创作主题的特性，为其诗歌带来了独特的诗境和审美意
蕴，也为中国古代诗歌提供了道、艺并进的发展可能性，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文献表明，北宋五子之后，“理学诗派”诗人的诗作主题，又有了一些变化。如周行
己，早年从程颐游，开永嘉学派之先，依《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其文章“明白淳实，粹然
为儒者之言”，周行己虽学出程氏，但因其与曾巩、黄庭坚、晁说之、李之仪、左誉诸人相唱

①
②
③
④

《二程文集》卷 1。
《二程文集》卷 1。
《二程文集》卷 1。
《二程文集》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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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因此其“诗文皆嫺雅有法，尤讲学家所难能”①。考察周行己诗作可见，其诗歌主题并
不以理学的心性存养为主，而更倾向于行健入世、用进舍藏、反身修己等原始儒学的传统，
他的诗虽也有如北宋五子诗歌注重内修性体悟与践行的诗歌主题，但更多的是那种弘道

励志、虽穷而志不坠的入世进取理想。对世移事迁而功业不遂的焦虑，对世态炎凉冷峻而
深沉的感慨，往往构成了其诗的基调。如其诗《营居有感》，因鹊衔枯枝筑窝而起兴，生发
出“人生结栋宇，斩木与诛茅。经营壮有室，耆艾尚勤劳”的深沉主题。与周行己诗歌创
作主题的摄取取向相近，南宋杨时、许景衡、尹焞、张九成、吕祖谦、陆九渊、张栻、袁燮诸
人，他们的诗歌创作主题也往往呈现出与其理学素养不尽一致的情况。
仔细想来，这种情况说明:一方面，两宋除了道统之外尚有诗统存在，诗歌咏物与写志

的传统是如此强大，即使是学养深厚的理学家也往往不自觉地受到这一传统的左右，由此

他们所创作的诗歌，其主题经常溢出理学的心性存养范畴与命题;另一方面，由于理学派

别及众多的理学家的学术追求与学术关注重心的不同，他们的诗歌主题也呈现出复杂性。
北宋理学家因为对创作主体产生影响而在诗歌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迹象并不是特别明显，

大量的诗人并没有在诗歌中表现出他们的理学思想，理学诗派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这说明，整个北宋时期，士人们的道统、诗统观还主要按照各自的固有路径发展前进。这
种情况一直到南宋以杨时、张栻、胡宏、吕祖谦、陆九渊、朱熹等成为理学翘楚之后，才得以
改观。

二 “理学诗派”诗歌的诗境生成方式

从宋代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自北宋晚期开始到南宋中后期，理学逐渐成为整个社会

文化的精神内核，时人多受其浸润。就诗歌创作主体而言，有的与理学家多有交往，如王
炎、韩元吉与朱熹过从甚密;有的是理学家的门人，如黄幹、陈淳都曾向朱熹问学;有的本
身就是理学家，如魏了翁、真得秀、杨万里等;有的与理学家或宗奉理学之士相与唱和，如
袁说友与杨万里唱和，王阮与张孝祥唱和，赵蕃年过五十又从学于朱熹且与杨万里唱和

等。受此影响，很多理学家或诗人的诗歌作品，都表现出理学家的哲思情感，抒写理学义
理和理学范畴的诗歌主题，以及学习、追摹包括“邵康节”体在内的北宋五子的诗境建构
方式，逐渐蔚成风气。如《四库全书总目》评陆九渊门人袁燮《絜斋集》:“大抵淳朴质直，
不事雕绘，而真气流溢，颇近自然”②。这种诗风与“邵康节体”非常契合，具有理学诗的
特征。又如陈淳《闲居杂咏三十二首》，组诗诗篇主旨全部是阐发理学的“三纲五常”道德
伦理主题。诗句不讲究押韵、对偶、格律等形式方面的要求，也缺乏诗歌意趣情境，只不过
是把理学范畴以诗句的形式表达而已。显然，这种诗歌创作形式，无论是在诗作主题上还
是在诗歌内容、诗境构造方式上，都可以从“邵康节体”等理学诗派中找到源头。只不过
陈淳在学习邵雍诗歌的基础上，更加脱离了诗歌特征，艺术上越发散文化了。
由上节对北宋“理学诗派”代表人物邵雍、周敦颐、程颢诗歌主题的分析可见，作为主

要以理学内容为反映对象的诗体，“邵康节体”在诗境建构上的一大特色是，创作主体与
道德实践主体合二为一，诗篇内容凸显、抒写的主题，是诗歌创作主体与道德实践主体的

①
②

《四库全书总目》，第 1341 页。
《四库全书总目》，第 13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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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理性与认知理性相结合的、与内向性道德践行体验与识察有关的理学命题，因此，作
为现实生活中道德主体的投射物，“邵康节体”呈现出因为维系人伦道德等形而上的道德
伦理品格而具有的崇高与优美境界。周敦颐、程颢、张载等人的诗歌诗境构造，也与“邵
康节”体相似，都与他们诗歌的主题紧密相关。可以说，因其表达诗歌主题的需要，北宋
“理学诗派”代表人物的诗歌在构建其诗境时，主要是以理学命题中的理、意、趣为旨归，
摄入到诗中的景物、景象，乃至构成诗中的情境与意境，都服从和服务于诗歌主题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理学诗派”诗歌的诗境构建方式，在继承北宋五子诗境构建方

式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变化。陈淳等人以“语录体”、“讲学体”鸣世而于诗境构建毫无
可取姑且不论，朱熹等人的诗境构建方式就颇与北宋“理学诗”代表人物有异。如朱熹
《次韵择之见路旁乱草有感》:“世间无处不阳春，道路何曾困得人。若向此中生厌斁，不
知何处可安身。”诗篇因路旁乱草而起兴，因此而探究此中物理，得出了世间“无处不阳
春”，“道路何曾困得人”的道理，由此，诗歌境界陡然提升到了普泛化的哲理层面，亦即境
非境，人只要行健奋发，就能够物随心愿，路畅志得。这种诗境构造方式与邵雍那种纯粹
抒写理学命题与范畴的诗篇有了距离，其突出特色是将人情、物态、世事、具体事物发展变
化过程的内容，以实践主体的主观认识来感受、把握，从中抽绎出具有一定客观性的道理。
显然，这种诗境构造方式，在思辨性、抽象性的层面上，较之邵雍、周敦颐等人的诗歌更加
突出了议论性和说理性。又如其《观书有感二首》之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
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明是谈与读书有关的认识，却由塘水如镜起
兴，以“天光云影”写尽塘水所涵蕴的无尽光景。转笔却重在追寻塘水的“清”之由，得出
“源头活水”才是其原因。可见，因“理”而选景，因景而造境，是朱熹诗歌诗境构造的重要
特色之一。
可见，“理学诗派”的诗歌诗境构造与表现手法方面的突出特点在于，为了体现道德

伦理和道德追求目的，“理学诗派”诗人在创作诗篇时，往往特别注重以诗篇主旨来约束
表现方法，具体说来就是以凸显性情之正为出发点，以悟道、求道为旨归，意之所适，情、境
随之，强调以明理为本，诗情与诗意都以理学范畴与命题为旨归。这里的“境”、“情”，都
已被置换为浸染着实践主体的道德伦理、道德判断和以儒学政治伦理框架的“境”、“情”，
而非传统诗歌中发于自然，渗透着审美情趣和人生欲望的“境”、“情”，与传统诗歌尤其是
唐诗那种情景交融来表现诗歌主旨，反映作者情怀的诗境构造方式迥异。如程颢的《偶
成》诗，作者为了表现自己追求与万物一体的“乐意”，突出其乐为对天地万物“生生不已”
的“仁”界意趣，特别选择传统诗歌很少取景的“近午”，而对这一时空间景物的取泽，又以
专写其生极茂盛的花柳，以此而沟通了天地万物的“生生不已”与自己所体验到的“天地
仁德”相统一，表达出自己的“乐意”所在，显然，这种取景方式与诗境构造方式，无形中就
具有了道、艺贯通的特性。
“理学诗派”的诗歌审美意蕴基于这种诗境建构方式，而表现为独有的哲思意趣。其
突出的表现，一是“理学诗派”的诗歌，因为着意抒写理学命题而具有崇高道德之美的诗
境，由此就带来了这一类诗歌审美意蕴的重要特征:崇高与优美。无论是周敦颐诗歌抒发
理学的“慎几”、“慎动”主题，强调“自掩”以为功的《题门扉》，表达自己“观天地生意”的
“万物一体”情怀，强调“仁”为天地之本、人之本的《题春晚》;还是邵雍抒发自己贫贱乐
道、不以外物干扰内心因道而乐的情怀的《秋日偶成》，抒发“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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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诗篇都展示给我们一种道德主体静心向内追求道德自我完善而轻外在物欲人情的
高致情怀，这种情怀往往给人一种脱俗、无尘的道德审美体验，从而外显为一种崇高美境。
这种美境，显然是与“理学诗派”诗歌诗境的构建方式有联系。二是与万物为一体的自然
意趣。抒发万物一体的自然意趣，在宋代以前已经存在。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潮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等，主体与客体已然混为一体。不
过，在“理学诗”之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诗境的建构类型，尚不多见。即使陶、韦等
人的诗歌，也与朱熹等理学家的推扬紧密相关。尤其应该注意的是，“理学诗”所抒发的
“自然万物一体”的诗境，其中所透露出强烈的主体意识，是之前的诗歌所不太重视的。
这里，有必要提及王国维的诗境构造理论与邵雍诗境构造的不同。王国维的“无我

之境”说与邵雍的“以物观物”的“观物”说在观察、认识事物的方法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不过，具体到诗歌表现方式而言，邵雍的“以物观物”所得的义理、规律，主要是通过诗歌
创作主体在诗篇中体现出的强烈的主体色彩而表现出来，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则强调创
作主体的情、意、趣等审美指向与诗中的景、境融合为一体。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
境界为最上”，“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
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
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
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①王国维在这里谈到的是词体的境界建构问题，但我们以
之观察诗歌诗境的建构，亦未尝不可。从上边所引可以看出，王国维讲的“以物观物”等
与邵雍的“观物”说极其相似。显然，邵雍使用“观物”的形式写诗而主要通过创作主体的
意趣、议论来反映其诗作主旨，而不是主要沿着王国维所揭示的艺术规律来表达诗歌主
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仔细想来，邵雍以“观物”的理学思理用来作为写诗的指南，
诗歌成为其阐发性理的手段和工具，这固然是拓展了诗歌的功能，但从另一方面而言，也

降低了诗歌的艺术审美价值。以这种理论为导向写作诗歌，自然就使诗歌失去了艺术的
独立性和艺术特征。因此，邵雍诗歌多以创作主体的“现身说法”来阐明诗作主旨，也是
自然的事情，他的诗歌由此也形成了创作主体与道德实践主体合二为一的独特诗境之美，

并且，当他所追求的现实功利物欲服从于其道义理想时，诗篇由此而显示出一种道德的尊

严和正义所带来的崇高之美，这种美学品格，恰恰是赵宋政权建立以来，所缺乏的。当然，
邵雍诗歌中也有些诗篇达到了王国维所讲的“无我之境”的审美境界，如其《高竹八首》其
三:“高竹碧相依，自能发余清。时时微风来，万叶同一声。道污得夷理，物虚含远情。阶
前闲步人，意思何清平。”②诗篇名为写竹，但其中蕴含着强烈的主体情志，竹与人共同构
成了诗篇的诗境。不过整体而言，邵雍诗篇中，以这种方式表达其哲理思考的诗篇是比较
少的。

三 “理学诗派”的诗格特征

“诗格”本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使用非常广泛的范畴。从文献看来，唐代遍照金
刚的《文镜秘府论》、传为白居易的《金针诗格》、崔氏《唐朝新定诗格》等，都有对诗格的

①
②

《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91 页。

邵雍:《击壤集》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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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说明。在此基础上，清代刘熙载在《诗概》中把“诗格”内容概括两点，颇为精辟:“品
格之格”与“格式之格”，前者大致等同于今谓之诗歌风格，以及诗歌创作者在诗歌中反映
出来的境界、气度、精神等;后者大致等同于今谓之诗歌形式等。诗歌创作者在诗歌中反
映出来的境界、气度、精神，大致可以从诗境构建与诗歌主题来加以认识，相关内容已如上
述。这里主要从诗歌风格与诗歌形式来探讨“理学诗派”的诗格类型问题。
首先，从整体上对“理学诗派”诗人的诗作风格与诗歌形式进行分析，难度颇大，可供

利用的文献不多。因此，将《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两宋“理学诗派”诗人的诗文风格，择要
概括统计，当具重要意义。故列表如下:

作者 文集 师承、交游、诗文评论等与理学有关内容

1 邵雍 击壤集 理学家。诗以论理为本，诗格大变。
2 陈襄 古灵集 性理之学，诗篇平淡，文辞高古。

3 周行己 浮沚集 早从伊川程子游，开永嘉学派。发为文章，明白淳实，同时与苏黄等交游，诗文闲雅有法。
4 刘安节 刘左史集 程颐学生，文章明白质实，不失为儒者之言。
5 杨时 龟山集 受学于程颢，三传而及朱熹。文笃实质朴，不失为儒者之言。

6 许景衡 横塘集 源出洛学，文章坦荡光明，一出于正。诗篇不露伉直。
7 朱松 韦斋集 诗高远幽深，文温婉典裁。早友李侗。
8 尹焞 和靖集 程颐高足。诗不多作，然有诗情。
9 胡宏 五峰集 杨时学生。其书词婉而意严。
10 胡寅 斐然集 笃信程氏学，寅尤以气节称。
11 吴芾 湖山集 晚年颇向道，诗风渐趋平淡。

12 汪应辰 文定集 与吕祖谦、张栻等交往，学问有根源。
13 陈渊 默堂集 杨时弟子。其诗不甚雕琢，时露真趣，异乎宋儒之谈性理者。

14 林之奇 拙斋集 为吕祖谦之师，学于吕本中，诗有高韵，学处儒佛之间。
15 吕祖谦 东莱集 与朱熹为友，朱讥其学杂。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
16 陈传良 止斋文集 为永嘉派巨擘。文密栗坚峭，自然高雅。
17 赵蕃 乾道稿 年五十始问学于朱熹。恬淡自守，诗无余韵。
18 王炎 双溪集 与朱熹交。诗文博雅精深，出自学问中。
19 袁燮 絜斋集 陆九渊弟子。诗淳朴质直，不事雕绘，真气流易，颇近自然。

20 薛季宣 浪语集 传程氏之学。颇工七言，极踔厉纵横之致。
21 叶适 水心集 文章雄赡，才气奔逸。

22 史尧弼 莲峰集 与张栻游。诗纵横排宕。
23 曹彦约 昌谷集 少从朱熹游。词达理明。
24 黄幹 勉斋集 朱熹弟子、女婿。文章质直，不事雕饰，气体醇实。
25 陈淳 北溪大全集 朱熹弟子。诗文皆如语录。
26 度正 性善堂集 朱熹弟子。文章朴实，词意畅达，与朱熹诗格律相近。
27 刘宰 漫塘文集 多从朱熹门人游。文章淳古质直，不事雕饰，自然畅达。

28 陈文蔚 克斋集 朱熹弟子。诗颇拙俚。
29 真得秀 西山文集 力崇朱熹之学。入禅。不失儒者之言。
30 戴栩 浣川集 为叶适弟子。史弥远时隳节。与“四灵”为邻里，诗风亦近。
31 汪莘 方壶存稿 与朱熹善。排宕有奇气，源出李白。
32 包恢 弊帚稿略 诸父从朱熹学。少时闻心性之学。文疏通畅达，沛然有余。

33 刘克庄 后村集 真得秀弟子。其诗词病质俚，意伤浅露。
34 赵汝腾 庸斋集 朱熹之徒，颇讲学。有崇尚道学，矫激沽名之弊。
35 阳枋 字溪集 从朱熹门人度正游。讲学之语，明白笃实。
36 陈著 本堂集 诗沿击壤派，颇杂语录体。

37 王柏 鲁斋集
其祖、父为杨时、朱熹等门人。柏年三十始知家学之原。诗文虽刻意收敛，使比附于理，
而时露牵缀之迹。

38 金履祥 仁山集 为王柏弟子。选《濂洛风雅》，诗作学《击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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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四库馆臣在对上述作者的诗作述评时因受其“知人论世”等标准的影响，其中不
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总体而言，从中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理学诗派”诗风的
若干特征。综合《四库全书总目》对上述作者诗风的评价，主要指向于四种类型:
一是“质实”、“笃实”、“质朴”、“质俚”。主要包括刘安节、杨时、陈渊、袁燮、黄幹、刘

宰、陈文蔚、刘克庄、阳坊、陈淳、陈著等人的诗歌创作。
二是“自然”、“畅达”、“坦荡”。主要包括许景衡、陈传良、度正、包恢等人的诗歌创

作。
三是“高韵”、“高古”、“高雅”、“嫺雅”、“恬淡”、“婉严”。主要包括陈襄、周行己、胡

宏、赵蕃、王炎、朱松、林之奇等人的诗歌创作。
四是“闳肆”、“雄赡奔逸”“踔厉纵横”。主要包括吕祖谦、薛季宣、叶适、史尧弼、汪

莘等人的诗歌创作。
毋容置疑，《四库全书总目》在对某些作品的评骘上确实存在问题。自上个世纪以

来，余嘉锡、胡玉缙、崔富章、(台)龙诗尧、(台)庄清辉、黄爱平、杨武泉、周积明等，对此多
有辨析。不过，瑕不掩瑜，《总目》的学术水准仍然是不容置疑的。总的看来，四库馆臣的
上述判断，是比较符合“理学诗派”诗风实际的。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四库馆臣对很多
“理学诗派”的代表性诗人没有评述。如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杨万里等人，或本人就是
理学家兼诗人，或本人受到理学的重要影响而在诗歌创作中有所表现，他们的诗风呈现出

多样性的特征，这是应该注意的。但尽管如此，四库馆臣对“理学诗派”的评价，还是指出
了其诗歌风格的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前三条可以划为一类，“质实”、“高古自然”与
“高雅”等，都与理学家所重视的内省工夫、有道境界等分不开。但第四条，则明显是中国
古代诗文评的传统，对“才力”、“才情”的评价是诗评者关注的重点。
仔细想来，“理学诗派”之所以形成上述诗风，应该与以下两个原因有直接的关系。

其一，“理学诗派”的诗歌主题及其决定下的诗歌内容，是导致其诗歌外显为上述风格的
直接原因，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其二，创作主体的心性存养体悟与认知的特征，与其诗风

特点的形成，具有紧密的联系。比如说“质实”、“笃实”、“质朴”、“质俚”等诗歌风格，与
创作主体笃于求道、强调苦修的所谓修为工夫相关。如黄幹诗“文章质直，不事雕饰，气
体醇实”，这种诗风与黄幹本人学养也人格有关。清人黄祖望以为:“嘉定而后，足以广其
师传，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素公其人与?”①黄幹“自见文公后，夜不设榻，不解
带，少倦则危坐，一倚或至达曙。”②显然，黄幹为学之坚韧、笃行是与其诗风的“质直”相
一致的。又如陈傅良，其“文密栗坚峭，自然高雅”，这种诗文风的形成，是建立在其学识
素养以及人格基础上的。史载陈傅良，“主敬集义之功得于(张)栻为多”，“自三代秦汉以
下，靡不研究”。(《宋史》卷 434)显然，理学家所重视的言行一致、慎独自讼等儒学修身
传统，内在地沟通了作者学养与其诗风的联系。其三，“理学诗派”在重视道统的同时，也
对诗统比较关注。关于这一点，留待后论。
除了四库全书上述评价外，宋人也在诗评中表露出他们对诗歌的审美取向，其中往往

含有理学诗派诗人的诗风追求。典型的例子是自二程等人多用“气象”来作为理学命题

①
②

《宋元学案·勉斋学案》，第 2020 页。
《宋元学案·勉斋学案》，第 20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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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发义理之后，“气象”便被当时及后来的诗人所重视。当理学思潮成为一种文化风气
后，“气象”说便对南宋诗歌的诗风追求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朱熹评价韦应物诗歌具
有“气象近道”的特征，影响极其深远:
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韦苏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此景

色可想，但则是自在说了。因言:“《国史补》称韦‘为人高洁，鲜食寡欲。所至之处，
扫地焚香，闭閤而坐。’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问:“比
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
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韦则自在，其诗直有做不着处便倒塌了底。①

这里，所谓“道”是自然万物生生不息、运作发展的规律和原则，此一原则就人伦而言，是
“人道”，以“仁”为本，是仁义礼智;“道”又兼体用、合理气，是自然万物与人本身共有的
最高的准则，既是本体，又是作用，既有通过认知而来的认知理性，又具备实践理性。“气
象”既指自然万物的外在形态即具体事物的物象，又因为诗歌抒写自然万物，“气象”随之
成为具有审美意蕴的诗论范畴。其中的“自在”是朱熹发展了程颐的命题而用来评诗，其
意义具有顺其自然感受、“平易”说出、平坦顺遂、不着力等意思，显而易见，“自在”在这些
特定的语境中，已经成为朱熹表达其事关心性存养的认知和践履的重要术语，它与理学所

着意强调的“求做圣人”、“求道”、“存养”、“体认”等理学目标、修养途径、践履方法等都
有联系。朱熹继承了其前辈儒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等人的观点，以为自然之“仁”表现为
“生生不息”、“活泼泼地”之形态，具体对人来讲，便是“仁义礼知”，所谓“仁”包此四端，
可见，朱熹所谓的“自在”，与理学精义“求做圣人”、体认“天地之心”紧密相关。整体而
言，朱熹评韦诗“气象近道”，大体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作为实践主体在诗歌里
面，体现出了对自然万物的体察与认知态度，也就是说，朱熹以为韦应物在写诗过程中，在

选择物象和表现意境、反映其由于物象、意境而表达出的感受时，韦应物是自然而然、不做
作、顺着物象而表达其感情、构造其诗歌意境的;另外一个层面，朱熹以为，韦应物摄入其
诗歌的物象，构造的意境和反映的感情，与儒学家所认同的“生生不息”、“活泼泼地”自然
万物运行面貌，以及与人性中天生具有的“仁义礼知”关系密切，正是基于上述两点，朱熹
才说韦诗“气象近道”。可见，“气象”范畴因为沟通了理学与诗学，而在内涵上有深入开
掘。与此相似，中国诗歌传统审美类型，如“淡”、“清”、“言意自在”、“多兴讽”等，都在思
理上具有与理学命题的相通点。
任何理论的形成，都不是天才的创造，理论本身也是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汲取前

人丰富成果而产生的。与理学成为时代主流的文化风气相一致，南宋很多理学家及诗人
之诗，都体现出“气象近道”的特征，朱熹本人的诗歌且不用说，杨万里的很多诗歌就体现
出这一特征。有学者就指出:“杨万里曾作《和李天麟二首》诗，提出了‘学诗须透脱，信手
自孤高’的观点。所谓‘透脱’，指经过对儒家经典的探索和日常生活的体验，一旦豁然省
悟之后心胸的通达超逸，是一种不拘泥于世俗的见识、不沾滞于事物的行迹，活泛流转，无
入而不得的境界”，②杨万里的这种境界，其实就是“气象近道”境界。自理学诗派把理学
范畴与理学家的哲思意趣摄之于诗，“气象”、“自然”等类成为诗学范畴并对诗歌诗境的

①
②

《朱子语类》卷 140《论文下》。

刘扬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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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发生了重要影响。
再次，从诗歌形式方面的艺术追求来看，“理学诗派”也体现出两个特征:一是为了实

现诗歌的“载道”功能而忽视诗歌在形式上的艺术要求。邵雍诗歌已经开启此一路法门，
而到了南宋中后期，则更演变为“语录体”、“讲学体”等，对此，祝尚书先生考辨颇为精
审。① 二是“理学诗派”的诗歌同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一样，也讲究押韵、用典、平仄等规
范。这一点，无论早期“理学诗派”周敦颐、程颢等人，还是后期朱熹等人，都是认同的。
对于“理学诗派”诗歌创作的评价，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理学
诗派诗人很多同时服膺“文章之士”如欧、苏、黄等人的创作成就之外，还有诗统独立于道
统而存在的历史实际。谢桃坊、祝尚书等先生对“理学诗派”的评价，似乎对此认识不足，
从而对“理学诗派”在诗学史上的地位问题评价失于偏颇，这是应该注意的。关于这一
点，将于后文中作具体分析。
要之，“理学诗派”的诗风追求其贡献在于，把理学命题和理学旨趣引入到诗歌创作

和诗学批评中，这就导致了诗歌风格追求方面的新变化。为了表现理学主题，表达创作主
体的理学主张和深刻的道德体验，除了传统的取景以抒情之外，依靠议论来说理来表达诗

旨，较之写景来得更加直接，这就使宋诗以议论来说理的表现手段在欧阳修、苏舜钦、梅尧
臣等人开辟草莱的基础上更加前进了一步，由此导致了南宋盛行不衰的“语录体”、“讲学
体”、“浅俗体”等诗体的产生;代表唐诗胜境的情景交融、情由景生因性理诗的影响而一
变为因意裁景，诗作中所表达的情与景往往产生脱离，宋诗的情致性减退而哲理性加强，

后人批评的宋诗“味同嚼蜡”特征，不能不说与“理学诗派”有一定的关系。

四 “理学诗派”的文学史地位

除了某些理学家高扬道统，把诗歌看作是“末事”之外，在南宋时期尚有不少“理学
诗”派诗人也对“诗统”非常重视。这一传统即使在“理学诗”派风行之际，亦是势头不减。
众所周知，以苏黄为代表的“元祐体”诗歌范型，以及包括黄庭坚在内的“江西诗派”，对南
宋诗人及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也作用于“理学诗派”中的众多诗人。如
王阮，少从朱熹学，又学于张孝祥，刘克庄评其诗高处逼近韩驹、曾几，《四库全书总目》追
溯了韩、曾、张祖法苏、黄的诗学渊源后，评价王阮诗歌时就指出:“今观阮诗，于两派(苏、
黄)之间各得一体”②，可见王阮诗作渊源有自，诗统授受明晰。又如赵蕃，“本词人，晚乃
讲学，其究也仍以诗传”，《诗人玉屑》录其评陈师道《寄外舅》诗“全篇之似杜者”③。则赵
蕃颇类韩愈、欧阳修等“以文入道”。上述文献，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自北宋二程以来理
学家所断定的“文以害道”、“作文甚害事”，并非是全部理学家的诗学主张。由此而言，对
“理学诗派”持否定态度者，多举一些理学家的“害道”、“害事”等诗学观来展开论述，造
成其局限性可能是因为，一些研究者对很多“理学诗派”诗人在推崇道统的同时也重视诗
统这一历史事实有所忽略。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理学诗派”中的众多理学家及诗人，也在发展理学、建构理学

①
②
③

参看祝尚书:《论“击壤派”》，《文学遗产》，2001 年第 1 期。
《四库全书总目》卷 160，第 1374 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 160，第 13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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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过程中，把包括继承诗统在内的有关认识与体悟也纳入到理学体系中来，从而修正

了北宋“理学诗”代表人物对于诗歌与诗统的某些认识，尤其是对于诗歌独立性地位的认
识。如《诗人玉屑》在“诗法第二”中，引用了不少朱熹论诗的文献，全书达到了 28 条之
多。这说明，理学家的若干诗歌主张对于引领诗歌发展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又如，朱熹在
其哲学性著作《朱子语类》中，专门论述诗歌发展历史、历代诗人诗风特征的文字也占到
了很大比例。可见，朱熹本人尽管以探求理学的心性存养问题为其理论重心，但他对诗歌
的诗统问题也相当关注，因此他才会在涉及文道关系时指责“作诗害道”，而在评诗时又
极为推崇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诗文。实际上，出现这种矛盾情形的深层原因，在于作为性
质不同的两种事物，道统与文统的本质属性是不一样的。因此，“理学诗派”诗人欲以“理
学”的道统取规范作为文学的“诗统”，就必然导致在其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中表现出深
刻的矛盾性。由此而言，“理学诗派”的发展运化轨迹，其实是早就被包括理学家和受理
学影响的诗人组成的诗歌创作主体的道统文统观所决定了的。显然，“理学诗派”的历史
地位及其诗学史价值，便以先验的方式为以下三种模式所决定:

第一，“理学诗派”诗人过于重视道统而对文统有所忽视。此一路径自北宋邵雍、二
程等人已经开启端绪。到了南宋，《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众多“理学诗派”诗人，如刘安节、
陈渊、袁燮、黄幹、刘宰、陈文蔚、刘克庄、阳坊、陈淳、陈著等人的诗歌，具有“质实”、“笃
实”、“质朴”、“质俚”等特征，以及南宋中后期诗坛上形成的“语录体”、“讲学体”、“俗体”
等，都与诗人过于重视道统而忽视文统有关。祝尚书先生关于“理学诗派”的研究，关注
的文献视野基本上不出这一方面。
第二，“理学诗派”诗人过于重视文统而对道统有所忽视。相对来讲，“理学诗派”诗

人过于重视文统而轻视道统的情况较为少见，但也存在。如杨时，在其诗歌中就很少表现
出“理学诗派”诗人过于关注理学的命题和范畴的倾向，反之多抒写那些与一般士人没有
什么差异的情怀，感时悲秋、功业不遂、潦倒穷愁等思想，在其诗中所占比例不少。又如与
朱熹交往非常密切的杨万里，《四库全书总目》重在评论其文学成就与人品，而对其理学
素养关注甚少。实际上，杨万里与朱熹等理学家交往密切，写有《心学论》等理学著作。
但整体而言，杨万里主要是以文学而受到时人及后人的关注。显然，文统意识与文学创
作，才使杨万里所关注的重心所在。
第三，“理学诗派”诗人努力调和道统诗统关系而不偏颇，走适中的路线。南宋“理学

诗派”的一些创作者，往往兼具理学家与诗人于一体，探讨心性之理、践行存养常常与交
游吟唱相伴随，成为其个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一些人便试图以中和的思维路径来统合这
属性不同的两者。除了前面提到的朱熹之外，如吕祖谦，“其文辞闳肆辨博，凌厉无前”，
被认为是“诸体虽豪迈俊发，而不失作者典型，亦无语录为文之习。在南宋诸儒之中，可
谓衔华佩实。”①当然，要想以适中路径统合道统与诗统，需要创作个体在这两方面具有极
为高明的诗学学养和理学素养。就两宋来看，极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稍微
拓展一下标准，倒是那些不拘门派、学问庞杂而思想比较通脱的诗人，反而比“理学诗派”
中的大多数理学诗人做得更好、如北宋黄庭坚，具有深厚的理学素养，他在以诗求道的同
时，又充分注意到发挥诗歌这一文体的表现长处，表现为抒写心性存养的践履与体验感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 160，第 1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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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思想与认知，与充分发挥诗歌的抒情性相交融，因而思理深刻，情感动人，情景相生，摇
曳生姿。从创作主体来讲，则表现为敦厚欢愉、中和自然的气象，从创作客体来讲，则外显
为自然老成境界。黄庭坚试图适中地调适道统与文统的关系，由此造成的结果，便外显为
他对于诗歌艺术技巧与创作方法的矛盾化的独特解决方式，最终造成了山谷诗歌重视

“法度”与“无法”、“奇崛拗硬”与“自然简远”等诗学体系上的矛盾统一。①

由上可以进而谈及“理学诗派”的历史地位问题。无可否认，“理学诗派”诗人对道统
文统的统合努力，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一种历史存在。当我们评价这一诗
派的历史贡献及其地位问题时，就应该立足于这一历史实际。如果我们拓展视野，对西方
哲学界一直试图解决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关系问题，从而找到价值界与自然界的合一

标准与途径有所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立刻察知宋儒心性之学所体现出的知识含量与

极高明的圆融智慧。近代西方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费劲心力进行沟通
的，这一努力直到其晚年才初窥门径。康德的努力，岂不是与“理学诗派”不谋而合吗?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理学诗派”的历史贡献，恰在无意之间，打开了一道通向高明哲思的
世界本源之门。
如果说，“理学诗派”以审美而沟通自然界与价值界的探索看作是其文化哲学层面上

的贡献的话，那么，那些创作较为成功的理学诗，就因其独特的诗境构建方式、聚焦于哲思
意趣的诗歌主题与具有自身特点的诗格追求特征，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道亮丽风景。
“理学诗派”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审美类型，拓展了中国古代文人诗
的哲思深度，从而具有了独特的诗史地位。至于说“理学诗派”因其流弊而发展、衍育出
不讲押韵、格律、用典，缺少诗情与诗意的“讲学体”、“语录体”等“俗体”，只能说是“理学
诗派”发展的一个方向和分支，也可以说是“理学诗派”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某个弊端，
正如我们评价一个事物一样，不能因其某一部分而否定其整体、本质。显然，某些学者从
整体上对“理学诗派”持否定态度，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通讯地址: 王培友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100083)
(责任编辑 晓 宁)

① 参见拙文:《黄庭坚统摄心性存养与诗歌艺术的方法及其诗学价值》，《中国文化研究》，2009 年
冬之卷。


